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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前後的輿論風潮、
外交糾葛及社會思想變遷

曾　 榮

［提　 要］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爆發前後，中國知識階層與趨新人士以報刊輿論為陣地，引導和推

動國民參與外交。 針對西方媒體誣稱中國民眾“仇美”（Anti⁃America）之事，國內輿論界人士針鋒相

對，大力倡導“文明抵制”，旨在“使外國知吾國民之並非可侮”，並借助報刊輿論，監督清政府外交，

旨在“勿令政府複施其辱國外交之手段”。 隨著各地報刊雨後春筍般湧現，一場聲勢浩大的輿論風

潮逐漸形成。 正當中外輿論角力愈演愈烈之時，清政府卻迫於美方壓力，對抵制美貨運動強行鎮

壓，這驅使國民不得不深入思考何為“外交之本體”問題，由此彰顯“國民”在對外交涉中的“本體”

地位。 可以說，抵制美貨運動前後輿論風潮迭起背景下國民外交與清政府外交之間的糾葛，反映了

近代民族國家意識驅動下國民對政府認同與否的態度，折射出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的巨大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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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日益發達的報刊輿論，往往在一些重大突發事件中扮演催化劑作用，引發內外政策的

演變、知識體系的重構，乃至社會思想的變遷。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爆發前後，以《時報》主筆陳冷

等為代表的中國知識階層與趨新人士適時介入，他們利用報刊輿論引導國內民眾參與外交，有力推

動抵制美貨運動的醞釀與發起。 針對西方媒體誣稱中國民眾“仇美”（Anti⁃America）之事，國內輿

論界人士針鋒相對，對內以強有力的輿論“監督我政府，勿令政府覆施其辱國外交之手段”；對外則

倡導“文明抵制”，“使外國知吾國民之並非可侮”。 隨著各地報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一場聲勢浩

大的輿論風潮逐漸形成，這與美方干預以及清政府壓制形成了針鋒相對之勢。 而在近代民族國家

意識的驅動下，輿論角力與外交糾葛愈演愈烈，清政府與國民在對外交涉中的“本體”地位由此發

生轉換，“外交之本體實在國民”遂成為國民外交的新口號。
學界既往對抵制美貨運動前後的中外交涉作了詳細考察，關注焦點在於清政府與美國政府官

方層面的交涉，以及商人團體的對外行動，尚未注意輿論層面的中外博弈與社會互動，尤其是輿論

風潮的形成過程及其對外（美、歐等國）、對上（清政府）、對下（下層民眾）重要影響等問題。①本文

將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置於報刊輿論關照視野之中，系統梳理輿論角力與外交糾葛既並行不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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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旨在釐清輿論風潮的形成脈絡與背後原因，並以國民外交思想深層變動為

例，一窺抵制美貨運動背後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的巨大變遷。

一、報刊評論與抵制美貨之倡議

早在 1903 年美國禁止華工條約十年續約期滿之際，海外華人就對美國禁止華工入境問題表達

關切和擔憂，認為此事與中國“外交”關係甚大，並指責美國長期以條約形式限制華人入境之不當。
1904 年，旅美華僑向清政府外務部請求無果後，遂將視線轉向國內民眾。 他們以美國華僑報刊為

平台，向民眾廣泛呼籲：欲廢除美約，“除了抵制美貨外，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一些旅美華僑亦陸

續回國，籌劃開展抵制運動。 在旅美華僑的呼籲和發動下，北京、上海、廣東等地民眾紛紛響應，相
繼成立拒約機構，逐漸“形成了全國性的反美愛國主義運動”。②

國內商界人士首先起來響應。 1905 年 5 月 10 日，上海各幫商董因美禁華工問題召開商務總

會，集議抵制美貨之策。 上海商務總會曾鑄主持會議並發表演說稱：“美如必立續約，我商人當相

戒不辦美貨，以為抵制。”會議決定由曾鑄領銜致電清政府外務部，宣稱抵制美貨之舉，“事關國體

民生”，籲請外務部採取必要行動，“以伸國權而保商利。”③同時，與會者向全國各省商會廣發電文，
呼籲各地商界人士同心協力，共謀抵制。

此次集會上，與會者以“保商利”、“伸國權”相號召，引起國內報刊媒體的強烈反響。 集會當

天，《時報》便刊發評論稱：上海紳商集議之舉，一掃先前“中國人無國家思想”之觀感，民眾視抵制

美約為關係“國權及國體之大問題”，因此不可謂“中國人無權利思想”，若“全國人聞風繼起，合大

群而共謀抵制之策，使吾政府知有輿論以為之聲援，而又使外國知吾國民之並非可侮，則於中國外

交之前途，其或不至於長此失敗也。”④《申報》的時論則指出，中國在美經商從業者甚多，此事不僅

牽涉外交，而且與國家利權大有關係，故抵制美貨事宜，“吾國民所當出全力以爭之者也”。⑤顯然，
當時輿論界人士將抵制美貨之舉，視為關係中國“國權”與“國體”的大事，呼籲國民參與外交時能

夠“合大群”，以實現“伸國權”和“保商利”的目標。
5 月 12 日，旅滬廣東紳商在廣肇公所商議抵制美貨事。 與會者重申“合大群以實行抵制”的重

要意義，並擬定“合群力拒”美約的辦法三項。⑥《中外日報》在追蹤報導上海民眾集議時注意到，與
會者向“廣東各大善堂”致電，積極聯絡和發動慈善界人士加入到抵制行列。 《時報》則對當時上海

紳、商、學界動向予以密切關注。 該報刊發評論稱：14 日，旅滬福建紳商在泉漳會館集議時，曾鑄向

與會者提出“二個月後一律不賣美貨，重言聲明抵制之法”。 上海公忠演說會數百人亦於當天舉行

集會，“先後演說者凡十餘人，約歷四點鐘之久始行散會，其所議抵制辦法仍主不用美貨，擬將美貨

各種名式調查佈告，以便購取者辨別，且擬電告美國工商部，申明華人斷不承認此約。”⑦16 日，上海

人鏡學社集議抵制美貨，標誌著學界已正式加入抵制隊伍。
與此同時，上海商務總會在曾鑄等人的倡議下，向全國商、學、工界人士廣致函電，呼籲各界人

士“合大群”，共同實行文明抵制美約行動。 上海商務總會的倡議得到各方人士的廣泛支持，大家

紛紛覆電表示：“此係國民合群”的大好時機，應當“禁野蠻暴動”，而採取“文明辦法”，各地民眾要

“始終謹慎堅持，以免外人益鄙夷我。”⑧

值得注意的是，在倡導“合大群”、“謀抵制”以“伸國權”之時，中國知識階層和趨新士紳在近

代民族國家意識的驅使下，以報刊輿論為陣地，以文明抵制為宗旨，引導民眾參與外交。 一方面，他
們注意到倡議抵制美貨運動以來高漲的“民氣”，對其進行合理地宣揚和引導。 5 月 17 日，《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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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題為《論中國民氣有發達之機》的時評稱：“國勢之強咸在於民心之固結，民心之固結在於民智

之開通，民智之開通在於民氣之發達。”民氣之強弱關乎一國之盛衰，故對於抵制美貨之事，我國民

“非結合群力無以禦強”，“非急起競爭無以挽危局”。 若舉國上下能群策群力、團結禦侮，則“民氣

於以發場，而國體於以固結”。 更重要的是，能使我國擺脫任由列強欺侮的局面，使外人“知政府可

欺而吾民不可欺，政府可誘而吾民不可誘，政府可脅而吾民不可脅。”⑨18 日，《中外日報》亦刊載評

論表示：此次商學會、廣肇公所、福建會館相繼倡議抵制美貨，雖然將來能取得何種效果尚未可知，
但此舉必能使我國民“漸知警醒”，起而為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共同努力。⑩

另一方面，中國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借助報刊輿論，對清政府外交政策的軟弱進行無情地批

判，並大力倡導民眾文明抵制美貨。 5 月 18 日，蔣智由從國家、政府與人民三者的關係入手，對清

政府與美國訂立禁止華工條約之舉進行了嚴厲批評，稱國民與國家是一個“有機體之關聯”，換言

之，政府為國民之機關，代表了國民的意志和利益。 然而，清政府迫於美方壓力，簽訂美禁華工條

約，此舉顯然違背了國民的意願，當前清政府不能代表國民的意志，“吾民不能不起而自抵美約。”

《新聞報》社論毫不留情地指出清政府“外交力量之薄弱”，聲稱儘管與美方進行反復“磋商”，卻遲

遲未果，以致今日國民不得已而“自為抵制”。 該報注意到數日來上海各界“合大群”、“謀抵制”之
舉，稱讚“中國人尚知合群”，認為“合群之力之足以有為”，一方面可以“扶助外交官吏之勢力”，另
一方面能使美歐各國列強知我國民“能為文明之合群”。

在抵制美貨運動的倡議階段，中國知識階層有意識地向下層民眾宣揚“合大群”、“結團體”和
“文明對待”等文明排外的思想理念，從而使近代民族國家意識逐漸深入人心。 事實上，在中國民

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的背景下，民眾提倡“合群”和“文明”對待是有其深刻的歷史經驗及教訓的。
尤其是對戊戌和庚子時期中國知識階層與下層民眾的相互分離狀況的不斷反思，使中國知識階層

和先進分子逐漸認識到下層民眾力量的強大，於是向他們發出參與外交鬥爭的呼聲。 因此，可以說

知識階層與下層民眾的結合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產物，同時又有力地推動了近代民族主義的

興起。
受美國華工禁約的強烈刺激，全國商、學、工、慈善界人士紛紛組織團體，加入到抵制美貨運動

之中，抵制聲浪也日益高漲，這無疑給包括駐上海使館的美國政府當局造成一定觸動。 為了緩和中

國民眾的情緒，5 月 21 日，美國新任駐上海總領事勞治師邀約上海商務總會代表嚴厚信、曾鑄、蘇
葆笙等八人進行面談，美國新任駐華公使柔克義也來到商談現場。 在當天的會談中，美方表示，
“一旦不用美貨，於兩國交情或有關礙”，並藉口改定新約要等到 6 個月後下議院召開之時，要求上

海紳商停止抵制美貨。 對此，曾鑄當場予以拒絕，蘇葆笙亦態度堅決地表示：“貴國一日不定約，即
華人一日不定心”，則抵制美貨運動一日不停止。

而在上海商務總會代表與美方會談的當天，上海滬學會召開大會，會長馬相伯當場“贊成不用

美貨之說”，並提出“勸學界同人到處演說禁約細情”和“刊印禁約細情到處分送”兩項建議。 次日，
上海商務總會再次集議，曾鑄在會上痛斥清政府“與外國交涉均不令民間與知”，呼籲民眾對於中

美禁約交涉一事，“必須向此層留意，設法預為防備。”戈朋雲亦在演說中大力鼓舞民眾“堅持初議，
眾志成城，萬勿虎頭蛇尾，使外人此後愈輕吾國”。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民眾在倡議和發起抵制美貨運動之時，有意識地將“合大群”、“結團體”和
“保利權”三者視為息息相關的整體，旨在“喚醒國民合大群結團體，以禦外侮而保利權。” 《申報》
一篇題為《自強必先自治說》的時論表示：國民欲禦外侮而圖自強，必須要“合大群結團體”，舉國上

481



下眾志成城，才能避免“參錯不齊之患而合為一”，全體國民萬眾一心，才能避免“渙散隔膜之病而

結為一體”。

誠然，如何將下層民眾廣泛地聯結起來，喚起他們的“國家思想”與“國民意識”至關重要。 對

此，《時報》主筆陳冷認為，我國民向來無“國家思想”，近年來外患日迫，“我國民之國家思想日漸發

達”，面對列強的欺侮，國民不再忍氣吞聲，而是通過參與對外交涉，實施文明抵制之舉。 特別是抵

制美貨運動發端以來，國民的民族國家意識不斷萌發，他們已然知曉“國家與我有密切之關係”，明
白外交之成敗，關乎國家利權、國民利益，意識到參與外交時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均可能引發國

際爭端，因此注意採取文明抵制之舉。而在《籌議拒美約議》一文中，陳冷借鑑西方議院政治思想，
進一步提出“國民合一”之說，並強調“國與民合，則內政外交無往而不利，國與民分，則內政外交無

往而不敗。”可見，在抵制美貨運動的倡議和發起之時，中國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已經主動地與下

層民眾聯結起來。 對此，時任中國駐朝鮮公使曾廣銓在寫給《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的信中，不無

稱讚地表示：抵制美貨運動發起以來，“我國人民目前似乎在各個方面保持警惕。 我注意到抵制美

國的運動，……最後喚醒了中國各省的人們。”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知識階層與趨勢新人士在引導下層民眾參與外交之時，有意識地從“國
民”與“國家”的二元關係中，提煉出“民氣”這一當時社會所特有的詞彙。 對此，陳冷撰寫題為《論
民氣與國家之關係》的社論稱：“民氣強者國家強”，“國家之不可侮，非國家之不可侮也，民氣不可

侮。 國家之不可滅，非國家之不可滅也，民氣不可滅。”此外一篇題為《論中國人民之可用》的時論

指出：中國國民過去“無國家思想，並不知吾身與國有切膚之關係”，自從國民受外界刺激後倡言排

外，然而民氣雖強，卻容易演變成無意識的暴亂，義和團的野蠻排外即是其中一例。當時，國內民

眾共同謀劃抵制美貨，美國卻仍然有恃無恐，其根本原因在於“清政府弱也，為彼所不畏，我民氣又

素弱也，亦為彼所不畏，然民氣始於弱而終於不弱，其轉移全在於我同胞耳。”因此，可以說，“今日

對付此禁約之問題，在有一最要之解決，解決何在？ 則曰勿依賴清政府，而專恃民氣是也。”

如前所述，上海商務總會的集會和倡議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響應。 從 5 月 10 日上海商務總

會集會倡議兩個月後不用美貨起，到 7 月 10 日正式實行抵制美貨，短短數月間，各地以紳商學界為

主體的集會紛紛召開，這一情況表明中國社會在經歷重大分化組合的變動之時，民眾的“國家思

想”和“國民意識”進一步萌發。 與此相適應，各界社團或組織的產生和聯合，亦是民眾“合大群”、
“結團體”的現實需要和必然結果。

顯然，當時各界團體一致強調“合群”的重要性，並將維護“利權”作為重要目的。 而在中國內

憂外患的時局下，個人或單個組織的力量不足以抵禦外侮，因此民眾強調“合群”是非常必要的。
對此，《申報》評論稱：當今世界乃一競爭世界，他國“合群力以圖吾，吾亦必合群力以抵制之”，對於

抵制美禁華工一事，中國“商會之力居大部分，是可見其效矣，學會者學界上合群之基礎也，商會者

商界上合群之基礎也，基礎改立則事業乃可以有成耳。”

隨著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不斷萌發，國家思想、利權意識等逐漸深入人心，其中報刊輿論的推

動作用不容忽視。 特別是“二十世紀國度強弱，視其報館多少為強弱，視其國報紙銷數多少為強

弱，視其國國民能閱報紙多少為強弱”，故一大批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在各地廣設講報所，努力提

高廣大民眾的主權意識，如此方能使中下層社會真正實現“合群”，共同參與到抵制美約的外交

鬥爭。

在美約的逼迫下，時人還通過報刊輿論大力呼籲民眾對清政府外交進行監督。 在謀劃抵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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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運動之時，《外交報》刊發時論稱，外交成敗，事關國家興亡，“然而外交官之主力，則不在於外交

官，而在於全國家”，故全體國民應當以強有力之行動，監督清政府外交。《時報》主筆陳冷亦呼籲：
“我華民數百萬人一心，數萬萬人一心，以監督我政府，勿令政府覆施其辱國外交之手段，以賣我數

十百萬華旅之生命財產於外人也”。顯然，在對清政府外交表示強烈不滿的同時，民眾表露出直接

參與外交的意願。 儘管此時他們的言論尚屬克制，所表現出來的參與外交意識還比較模糊，尤其是

對“文明排外”觀念的理解並不深刻，但抵制美貨運動正式實行以後，這一狀況逐漸改觀。

二、輿論風潮與“文明抵制”之倡導

早在美禁華工十年續約到期之時，中國民眾就因條約迫使“華民身受之虐如此其殘酷，受虐之

事如此其眾多”，對美國“自負為文明之國，共和之政治”予以質疑和駁詰。尤其是中國知識人士，
目睹民眾排外運動常常演成無意識的暴亂，深知此為我國“外交失敗之由，而亦我國人不文明、不
富強”的根本原因。為此，在倡議和發起抵制美貨之時，他們以“文明之辦法”相號召，教育和啟迪

下層民眾“能為文明之合群”。既以“文明之辦法”相對待，則“我民當急講自新之道，我國當急求

自立之原”，並且“抵制禁約當以平和之競爭，效文明之成例，不可激起排外之暴動”。

那麼，何為文明國家的“排外主義”？ 在抵制美貨運動中，國民應當採取何種“排外方法”？ 對

此，中國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已經認識到“中國之危，危於外交”，特別是“庚子排外之舉，其為我國

存亡之大界乎，而求其所以致禍之故，則不由於排外主義之非，而由於排外方法之謬。”因此，文明

抵制美貨之關鍵在於抵制得法，“其所以抵抗之法，其大要一端只在不購美貨。 其舉動似甚暴烈，
而其範圍實甚緊嚴，既不傷中美兩國之交情，並不礙在華美人之生命。”可以說，民眾在抵制美貨運

動的倡議階段如此強調文明對待，這在以往的排外運動中是難得一見的，難怪時人喊出了“此為我

中國第一次文明舉動”的口號。

在發起文明抵制美貨倡議的過程中，報刊輿論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6 月 11 日，天津《大公

報》宣佈拒絕刊登美商廣告，其《告白》稱：本報刊登美商廣告，即為美商招攬生意。 為此決定，從即

日起，“所有關涉美人的告白，一概不登”，以示抵制。天津《大公報》以不登廣告之舉，表達對抵制

美貨運動的支持，無疑為推動輿論界參與排外做了表率。 然而，在知識階層與下層民眾相互聯結、
共倡文明抵制之時，國外輿論對民眾的文明抵制行動卻作了大量的負面報導，尤其是英美報刊對此

抱以敵視態度。 與此同時，美國駐廈門領事喬治·安德森（George E. Anderson）致電美國國務卿法

蘭西斯·路米斯（Francis B. Loomis）以及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William W. Rockhill），誣稱“中國人

的反美情緒日益高漲，敵視美國人的現象無時無刻不存在”。

6 月 17 日，柔克義向時任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遞送《大公報》一張，宣稱該報“新聞內傳單與貼

帖告白不用美貨，以激動人抵敵美國”，要求將其查封。 對此奕劻竟然表示，“此係糊塗人不知實在

情形所為者”，並稱定必設法禁止。不僅如此，英國《益聞西報》還將中國民眾倡議抵制美貨之舉視

為“仇美”，並對其進行了大量的負面宣傳和報導，在國內外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為此，天津

《大公報》發表評論進行反駁，稱：“貴報每紀載此事，則加以 Anti⁃America（譯言仇美）之字樣，倘輾

轉相傳，致使美人誤會其意，而以為今日士商文明之舉動猶是當年拳匪蠻野之行為”，此事關係中

國國際形象，故“不得不與貴報辨明之。”可見，儘管面對來自清政府和外國列強的雙重壓力，但中

國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借助輿論宣傳的力量，對民眾的文明抵制美貨行動予以大力支持。
從 7 月 10 日起，抵制美貨運動由發起倡議進入全面實施階段。 在此前後，就國民外交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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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特徵而言，如果說在運動發起倡議階段，主要表現為以“合大群”、“結團體”為特徵，以“保利

權”為目的的中國知識階層與下層民眾的溝通與結合；那麼在運動進入實行階段後，知識階層與趨

新人士以報刊輿論為陣地，大力倡導“文明排外”，從而使國民外交的思想和行動賦予了“文明排

外”的新內涵。
對美貨實行全面地抵制並達到廢除美禁華約的目的，需要廣泛地團結和發動包括下層民眾在

內的社會各界人士，但由於下層民眾缺乏文明排外的知識和經驗，容易將文明抵制演變成盲目排外

或無意識的暴亂，因此，教育和引導下層民眾參與外交，就顯得尤為重要。 7 月 10 日，即國民正式

宣佈實行抵制美貨的當天，天津《大公報》刊發《北京學界同志敬告全國學生文》，提出文明抵制美

貨之舉，“我國民對外權利思想之進步，以此次為第一先聲”，全體國民“一當明對乎一己之責任”，
“二當明對乎國家之責任”，“三當明對乎社會之責任以實行抵制法。”而在兩天后的續文中，該報

鑑於“國民於對外之思想向稱薄弱”，且中國“上中等社會人數較少而識見較開通，下等社會人數較

多而識見較易蒙蔽”的狀況，遂提出聯結和發動下層民眾，並引導他們在抵制美貨運動中“示以和

平辦法，勿失之激烈”，以實現文明抵制。

在推動下層社會民眾文明排外的過程中，中國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利用報刊輿論積極發動，大
力引導。 他們以宣揚“文明排外”為宗旨，將抵制美貨運動視為發展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手段，並
認為較之以往的國民外交行動，此次運動“合一國之群力而謀一國之公益”，尤其是國民能夠“結種

種之社會，籌種種之方法”，儘管他們絕大多數人未曾赴美或出國，但對於此事能齊心協力、互相聲

援，顯然這是我國“由個人主義、家族主義漸進而為民族主義之明證也”。 既然已經是“民族主義”
國家，其國民自然成為文明之國民，那麼，在參與外交鬥爭時，國民更應當“為文明之競爭，為文明

之排外，而不燒教堂，不殺教士，不學義和團為野蠻暴動、為野蠻之排外”。

誠然，中國知識人士在向下層民眾進行“文明排外”思想和知識的灌輸時，報刊輿論的重要作

用不容忽視。 這些報刊媒體，除了前面提到的《申報》、《時報》、《新聞報》、《中外日報》和天津《大
公報》等各大報紙之外，一些旨在宣傳和鼓動民眾文明抵制美貨的專題宣傳物亦開始出現。 其中

影響較大者，有梁啟超主編的《華工禁約記》（又名《美國華工禁約記》）、孟秋月主編的《廣勸抵制

美約說》、黃晦聞創辦的《拒約報》、蘇紹柄主編的《山鐘集》，以及上海民任社發行的《中國抵制禁

約記》、上海平等社發行的《美國華工禁約紀事》（初編、二編）、上海啟智書局出版的《拒約奇譚》 (小

說）等。
上述報刊讀物中，《拒約報》編纂宗旨及發行理念，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國民“文明排外”思想

的萌發。 該報總編輯黃晦聞鑑於內憂外患的時局，以及清政府外交人員“節節退讓”的事實，感慨

“國權之不足與外交爭也，於是鼓民氣以爭之，民氣恐其餒也，於是辦拒約報以提倡而鼓舞之。”

1905 年 8 月 21 日，《拒約報》正式發行，其《祝詞》宣稱：“偉哉此報，命名拒約，輿論轟轟，民氣磅

礴”。 該報一經發行，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購者極為踴躍。 第一期一下子就買光了，第
二期要先行預約才能買到。”民眾如此喜愛閱讀此報，其重要原因是該報反映了他們自願抵制美貨

的訴求，由此“可見拒約運動已深入社會各階層，發生了一定的作用”。

而由民任社編輯出版的《中國抵制禁約記》，旨在將“各埠實行之實情，暨國民之意趣，暨中外

之輿論，而以其效驗之希望，藉鼓國民之氣”。 該書《弁言》更是旗幟鮮明地表示：雖然外人誣稱中

國為無國民之國，其實“無國無民非無國無民也，無人心也。 乃吾國今年以美國禁虐華工之事而有

全國抵制之舉，登高一呼，全國響應，雖鄉僻婦豎亦莫不舉手大呼曰：抵制！ 抵制！ 以實行其文明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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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法”，此足可證明“中國之民心未滅，文明未絕也”。可見，在對文明抵制美貨的號召和鼓動中，
時人已經注意到了輿論宣傳的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大量專門性讀物的發行，一方面表明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想不斷萌

發的背景下，中國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已經找到與下層民眾進行溝通和聯結的途徑；另一方面，這
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普通國民參與外交時主體意識、社會心理以及民族情感的提高和昇華。 對此，
《時報》亦不無讚歎地表示：在輿論界的大力推動下，全體國民在抵制美貨運動中堅持“文明排外”，
以“民力行用於外競”，此實為我國輿論援助外交之“嚆矢”。

民眾通過文明抵制美貨實現文明排外，這無疑是內憂外患時局下中國“國民外交”發展和形成

的特殊歷史現象。 顯然，他們在運動中強調“文明抵制”之時，抵制辦法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事

實上，在運動發起之初，民眾對諸如何時實行抵制、採取何種“文明辦法”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

論，其中對於“不定美貨”抑或“不買賣美貨”問題，社會各界的爭論尤為激烈。
7 月 19 日，上海滬學會聯合學界、商界和工界人士召開特別大會,“公議實行不用美貨辦法”，

馬相伯在會上盛讚“今因外患相迫，學界、商界遂能聯絡一氣”，並向與會人士提議“共籌處置美貨

存貨之善後辦法”。這一提議立即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隨著報刊媒體的傳播以及人們口頭相

傳，更是引發了民眾對何謂“文明之辦法”等問題的熱烈議論。 雖然“抵制工約之事，實為文明之舉

動”，民眾在運動中能夠聯結起來、共謀抵制，“民氣如此，實足以補政府權力之不足，以是為外交之

後盾可也，亦足以見國民之能盡義務”，但由於下層民眾的“文明排外”思想尚不成熟，尤其是對國

民在運動中“不定美貨”抑或“不買賣美貨”問題，並沒有清醒的認識。而這一問題能否得到妥善

解決，將直接關係到文明抵制能否被真正實施，以及廢除美禁華工條約的目標能否得到實現，故引

起了當時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和論爭。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社會各界對此有兩種明顯不同的觀點。 由汪康年等人主辦的《中外日報》

認為，應當以不定美貨為抵制工約“獨一無二之政策”。馬相伯對此持相同意見，稱“專主不購美貨

之議，則非杜絕美貨而為杜絕華貨，又非苦待美商而為苦待華商”。故馬相伯還大力倡導“疏通定

貨說”，即“主張七月初十前在美國報關未經出口之貨物一律退回，已存美貨經商會以及各幫商董

調查後，貼上印花上市銷售。”贊成此舉的還有張謇等人。 8 月下旬，張謇抵滬“與湯壽潛、汪康年等

協商‘疏通’辦法，議決設立驗貨公所，公銷六月十八日前所存美貨”，28 日，他還委託汪康年和張

元濟等人“負責疏通美貨商品”。 然而，此舉“引起上海有些團體反對”，商學兩界在這一問題上的

分歧尤為明顯。 如何應對和解決這一分歧，不但關係到社會各界的團結，而且對於抵制運動能否有

效開展而言，至關重要。

事實上，隨著抵制美貨運動的逐步開展，由於商學兩界在運動中始終以“合群”相號召，加之張

謇、張元濟、汪康年等人“聯合商會學會及各學堂會議”，“兩面調停”，化解矛盾，使得“已定美貨既

可自由銷售，而又於團體無礙”。由此可見，在國民參與抵制美貨的外交鬥爭中，知識階層和趨新

士紳不僅是文明抵制的倡導者，同時還為化解矛盾、解決分歧以及增進團結等做了巨大努力，從而

為文明排外的順利進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在發動和聯合各界人士文明排外的過程中，各地出現了諸如“文明拒約會”之

類的社會團體，這些團體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表明國民合群意識的進步，以及社會各階層之間溝

通和聯繫的加強，同時也為保證國民的文明排外之舉獲得成功奠定了基礎。 在諸多社會團體中，
1905 年 7 月成立的廣東拒約會尤其引人注目。 該會自成立之日起，便制定了詳細的抵制辦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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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將美貨商標繪圖張貼”和“派員到處演說”等措施，大力動員民眾“文明排外”。在實際運動

中，該會由專人組織，有固定的開會場所，並以“普勸國民不用美貨，抵制美約為宗旨”。顯然，廣東

拒約會的成立，使國民外交行動“較前已有進步”，難怪時人甚至喊出了“廣東拒約會萬歲！”的響亮

口號。
需要補充的是，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無論是拒約會等社會團體的集會演說，還是商界、學界以及

輿論界的宣傳鼓動，均將排外運動定位於監督和援助政府外交的地位，旨在督促政府在外交中以國

家利權為重。然而，事實上，當時運動的發起者本來相當一部分已抱反對清政府的立場，為了方便

其行動，他們暫時將自身立於外交從屬地位。 隨著抵制美貨運動的深入開展，“國民外交”很快由

“從屬”地位向“本體”地位轉換，中國“國民外交”的思想與理念由此產生新的變動。

三、外交糾葛與社會思想之變遷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倡議發起之時，發動者大多為各省旅居上海的知識人士和紳商階層，他
們充當了運動的主導力量；而隨後加入到抵制隊伍的學界和輿論界人士，則通過集會、演說和報刊

輿論等手段，成為運動的重要推動者。 圍繞抵制美貨運動，國民重新審視清政府在外交中的地位和

作用，對他們自身在外交鬥爭中的角色和地位也有了新的認識。 在此基礎上，各階層民眾不斷加強

溝通和協調，並通過組織成立各類團體，共同參與到文明抵制美貨運動之中，從而對國民外交的思

想和理念做了新的詮釋和演繹。
在時人看來，“此次抵制純以國民私人之資格，與國際上絲毫無與也”，況且“人民欲購何國之

貨，不欲購何國之貨，全屬其意志之自由，非直不能以國際條約束縛之，即國內法亦無所容其干涉之

餘地”。然而，國民的文明排外之舉，卻遭到美國的無理干涉以及清政府官員的大肆壓制。 尤其是

直隸總督袁世凱，自始即對民眾的抵制美貨運動採取敵視態度，甚至公然宣稱將對抵制之人“從嚴

查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抵制美貨運動中一直較為活躍的張謇等人，曾致函袁世凱，告以“美禁華工，
非常虐待；夙自美歸者皆如此言。 華人同聲抵制，遍各行省”，“此等國民知識，文明競爭，五年之前

所不敢望。 幸而有之，是宜養成，以收贊助政府之效。”故婉勸袁氏放棄“禁華人不用美貨之議”。

然而袁氏並未接受張謇等人的勸告，仍然對包括天津商會等團體的活動厲行鎮壓，並向天津《大公

報》施壓，由此激起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
1905 年 5 月 4 日，梁啟超在《新民叢報》刊文憤怒地表示：當此中國民氣大振之時，我國正應

“利用此力以為政府之後援”，然而“袁氏此舉，吾不知何意也，謂其必欲媚美人而損我國體、蔑我人

格以為快，苟非喪心病狂，斷不至是。”23 日，《申報》亦發文宣稱：“熱心志士惕於亡國之悲，迫於

滅種之慘，不憚大聲疾呼，喚醒國民合大群、結團體，以禦外侮而保利權”，然而，反觀清政府，“其於

內政也，則無論若何重大事件，一紙空文即可塞責”，“其於外交也，則畏葸退讓，懼洋如虎，先事無

預防之法，臨時無抵禦之策，一任外人之誅求要索而莫敢枝梧，國勢之積弱如此，其不足恃也可

知矣。”

面對社會各界強烈不滿的情緒，袁世凱卻仍然堅持原議，認為抵制美貨運動“於目前中美邦交

殊多窒礙”，故要求天津商會自行解散。 隨後袁氏還上奏清廷，要求將各省的抵制活動一律取締。

對此，《新聞報》在 28 日的時論中憤怒地表示：“袁宮保因國民合群抵制美國禁約”而大加干涉，“中
國國民方力持於下以冀得達目的，而中國官場忽干預於上欲使全國解體”，此足以證明“中國政府

981



不足依賴，全在商民合群力爭”。天津商會作為抵制美貨運動的中堅力量，卻遭到清政府的強行解

散，對此天津《大公報》痛徹指出：自從倡導抵制美約以來，“國民團體結合力日漸膨脹”，上海各界

“文明抵制”聲起，各地民眾應聲而動，“其聲勢之雄，其風潮之大，實為我中國數千年來第一次文明

之舉動。”若此時清政府借助國民支持與美方交涉，則我國“外交界上當可間接而得其後援，以增益

外交家之威力，殆必然之勢也。”然而，儘管國民外交爭之於下，清政府外交卻失之於上，此種情形

實在令人痛惜。

顯然，在對清政府內外政策的無情批判中，時人開始對政府與國民在外交中的地位予以重新審

視。 1905 年 5 月 23 日，《時報》在《論抵制美國華工禁約》一文中稱：我國長期以來，“一切內治外

交，無不政府獨專其事”，當此內憂外患之時，雖然“我國民萬眾一心，有此強硬之民力，足為政府之

後盾”，但“此次爭約不徒倚賴官力，而能行用自力。”如果說當時國民開始置疑清政府在外交中的

主體地位，那麼隨著抵制美貨運動的急速發展，到 6 月 2 日，這一情況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化。 是日，
該報刊登《敬告會議對付美約之諸君》一文，直接提出抵制美貨運動之根本目的在於“勿倚賴清政

府，而專恃民氣是也”。

隨著抵制美貨運動日益向縱深發展，時人還通過集會、演說等形式，對清政府在外交中的權威

性和代表性不斷予以否定，並借此鼓動國民參與外交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7 月 6 日，《有所謂報》記
者將不依賴政府納入“文明排外”範疇，提出“排外必有策”，“今民智日開，民族主義日漸發達”，故
美禁華工條約問題，“不必觀望滿清外務部之磋商，不必倚賴地方官吏之協助”，而應當倚重國民外

交。嶺東同文學堂教習溫丹銘在抵制美貨大會上發表演說時亦稱，中美此次交涉乃“國民全體之

交涉，非個人之交涉，彼虐我華僑，即辱我全國”，以往中國外交喪權失利均“由於倚賴政府與官場

之故”，因此抵制美貨之事，國民須直接進行，以文明抵制美貨之舉，表達國民外交訴求，而“不必倚

賴政府，且必絕政府干涉而後可”。

7 月 10 日，隨著全國各地紛紛宣佈抵制美貨，民眾的“文明排外”訴求和理念進一步得以凸顯。
從這時起，國民已逐漸認識到“抵制美約，為虐待華工起見，是民族上切膚之害，非政府中切膚之

害，當由國民擴張其特別權”，為此，國民在運動中以“文明之辦法”相互激勵和勸勉。由於普通民

眾缺乏參與外交的知識，尤其是缺少國民外交的思想內核，故需對其加以教育和引導。 這進一步彰

顯了中國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在對外交涉中的引導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清政府在抵制美貨運動中實行對外屈辱、對內嚴厲壓制的政策，激起了包

括知識人士在內的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 8 月 3 日，外務部在致函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時稱，為顧

全中美邦交，清政府已向各督撫下令，對抵制美貨之人將以武力手段進行“彈壓”。對此，由張元濟

等人主辦的《外交報》於 8 月 5 日刊發《論抵制美約》一文。 在談及抵制美貨運動前後的國民參與

外交問題時，該文重點探討了政府應如何加以對待的問題，其觀點十分明確，即認為國民“以文明

之舉動行補救之微權，此實為我國通商以來之第一次”，對於國民的文明排外之舉，政府不但不能

干涉，而且應當加以利用和引導，以彌補政府外交之不足。

然而，國民的抵制美貨行動不但未能得到清政府的認可，反而遭到清政府和美方的雙重壓制。
9 月 1 日，清政府在收到御史王步瀛“各省工商抵制美約風潮過激，飭加意防範以維大局”一摺後，
電諭各省督撫稱：抵制美貨“有礙邦交”，故“責成該省督撫等認真勸諭，隨時稽查”。同時，美方亦

對此保持高度戒備，其駐廣州領事甚至以 “防止暴力騷動可能發生” 為藉口， “建議美國船

Monadnock 號到往保護”。面對如此險惡的情況，時人意識到，欲使抵制運動長期、有效地開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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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就必須廣泛發動各界民眾參與進來，形成抵制美貨的巨大聲浪。 鑑於“吾國上中社會之人，雖
心智較廣，而素無國民教育、社會觀念”，而下流社會又缺乏參與外交的知識和能力，加之“吾上中

社會人少，而下流社會人多”的現狀，因此，必須不斷地發動和引導下流社會參與外交，以此來鍛煉

和提高國民參與外交的能力。

基於上述目的，中國知識階層與趨新人士不斷將日本國民外交思想引介給國人。 1905 年 10

月 8 日，《大陸》以《對外政策概論》為題，選譯並刊載了日本政治學者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學大

綱》，稱：“對外政策之原動力，在乎國民”，“外交最終之監督，仍在乎國民”，因此政府在外交中應當

以國民為後盾。 與此同時，還要“使國民輿論與對外方針適相一致，又當局者以強大之國論為後

援，庶可期外交之成功。”

應當指出的是，日本小野氏認為“國民”在外交中應當監督和援助政府，以政府外交為主體，國
民外交為政府外交的後援。 然而，這與中國“國之本在民，保國最要之大端在於其民之有愛國心”
等情況相比，似有較大差異。1905 年底，中國國民抵制美貨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抵制美約之

聲已為國民公認，雖抵制之法未可謂完全乎，而不定美貨、自興工業之論議與事實，固足以代表其抵

制之實心”。 在此情形下，《外交報》刊發《論民氣之關係於外交》，明確提出“外交之本體實在國

民”。 文章稱：“積民而成國，國有外交，即國民與國民之交涉也。 國民不能人人自立於外交之沖，
於是有外交當局以代表之。 代表者所權之利害，即國民之利害也，所執之政策，亦國民之政策也。”
在抵制美貨運動中，中國社會各階層群相參與，“國民漸涉歷於外交界，則亦以此為端倪矣。”顯

然，“外交之本體實在國民”這一口號與日本國民外交思想相比，有著相當大的差別，即對政府與國

民在外交中的主從次序進行了反轉。
總之，在抵制美貨運動的外交鬥爭中，中國知識階層和趨新人士一方面通過倡導“合大群”、

“結團體”等理念，使中國國民參與外交的意識和能力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同時還對國民的“文明排

外”之舉進行了合理地引導。 隨著運動不斷地深入開展，由於清政府在外交中將國民置於對立面

加以禁止和壓制，這引發了時人對國民和政府在外交中主從地位的激烈議論。 而在一系列議論和

反思中，國民對清政府在外交中的主體地位不斷加以否定，與此同時，國民在外交中的“本體”地位

日益凸顯，這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近代民族國家意識驅動下國民對政府認同與否的態度，深刻揭示

了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的巨大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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